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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镇化投入与产出之间的不完全对应关系， 使得城镇化成本的

估算极其复杂。 由于城镇化成本只能依托城市发展成本为基础进行估算， 各

城市之间因人口特征差异可能会导致城镇化成本估算产生巨大误差。 作者通

过剔除人口特征因素， 提出了人口城镇化固定投入成本的三步骤估算方法：
首先， 估算城市人均资本存量； 其次， 模拟计量城市人均资本存量与人口特

征因素的对应关系； 再次， 估算剔除人口特征因素之后的城市标准人口人均

资本存量， 即城镇化固定投入成本的估算。 同时对中国 ２０１０ 年地级及以上

城市城镇化的固定投入成本进行了估算和比较， 结果显示： （１） 城镇化固

定投入成本随城镇人口规模的扩大而显著下降； （２） 首都或省会城市的城

镇化固定投入成本显著低于其他城市； （３） 中部城市的城镇化固定投入成

本显著低于东部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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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 中国正在掀起新型城镇化建设高潮。 由于中国地域辽阔， 可选择的城镇化

模式多样， 既存在东南沿海、 中西部内陆不同区位的选择， 也存在大城市、 中等城市

和小城市不同规模的选择， 由于发展条件存在差异， 不同城镇化空间模式需要的投入

成本也就不同。 因此， 考察不同空间模式的城镇化投入成本， 对于形成高效率、 低成

本的新型城镇化模式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然而， 尽管国内外学者对城镇化成本进行了

大量的研究， 但关于城镇化成本的概念界定及其成本的估算方法仍然存在较大争议，
已有的成本界定和估算方法也存在较大缺陷。 在梳理既有研究的基础上， 本文提出了

一套剔除人口特征因素的城镇化成本估算方法， 对中国 ２１５ 个数据较为完备的地级及

以上城市的城镇化成本进行了估算， 并按照城市的政治地位、 区域分布和人口规模等

特征， 对各城市的城镇化成本进行了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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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已有城镇化成本研究述评

国际上对城镇化成本问题的最早关注， 源于对发展中国家快速城镇化所导致的债

务危机和发展绩效的担忧。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以来， 发展中国家掀起了快速城镇化进

程， 但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并没有带来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在拉美、 非洲和南亚等

地区， 伴随城镇化的快速发展， 出现了经济增长停滞、 国际债务剧增和社会不平等加

剧等问题， 由此引发了人们对城镇化是否过度、 城镇化结构是否合理、 城镇化成本是

否过高以及成本支出结构是否合理的疑问。 尽管不少学者研究了城镇化的成本问题，
但真正给出可计量城镇化成本的文献并不多， 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主要出现在 ２０ 世

纪 ８０ 年代， 但这些研究对城镇化成本的理解与定义基本上局限于城市基础设施投入

成本和公共服务投入成本。 例如， Ｌｉｎｎ （１９８２） 将城镇化成本理解为城市公共服务

（包括给排水设施、 电力供应、 固体废物处理、 交通运输、 教育和卫生健康服务等）
的供给成本以及由此所形成的财政和债务负担。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 （１９８７） 将城镇化成本理

解为城镇化所需要的投入， 主要包括创造就业的投资成本、 城市内部住房和基础设施

建设成本、 城市间基础设施建设成本和城市管理成本等四个部分。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 国内学者开始关注中国城镇化成本问题， 多数城镇化成本概

念沿用了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 （１９８７） 的定义 （刁承泰和黄京鸿， ２００５； 高红艳， ２０１０）。 然

而， 在关注城镇化基础设施投入成本的同时， 国内较多学者把城镇居民生活支出一并

纳入城镇化成本。 例如， 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 （２００５ ）、 俞培果

（２００７） 等根据投入支付主体的不同， 将城镇化成本划分为个人发展成本和公共发展

成本， 其中个人发展成本是指在城镇化进程中， 个体从农村劳动者向城市居民转化过

程中需要支付的基础成本、 生存成本、 生活成本、 智力成本、 社保成本和住房成本；
而公共发展成本则是为保障城市健康发展所必需的成本支出， 包括城市内和城市间的

基础设施建设、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公共环境建设和生态建设等成本。 经济增长前沿

课题组 （２００３） 按照城市投入成本所发挥功能的不同， 将城镇化成本划分为基础设

施投入成本和社会保障投入成本。 王海萍和张凤玉 （２００６） 在城镇化成本收益比较

研究中， 不仅定义了城镇化基础成本、 空间成本， 还定义了城镇化生活成本和智力成

本。 蔡翼飞等 （２０１４） 在估算固定投入成本的同时， 根据居民消费支出估算了新市

民的市民化生活成本。
还有一些研究则将城镇化成本概念泛化， 把城镇化可能引发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及

由此形成的管控成本也归之于城镇化成本。 例如，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 （２００２） 将城镇化成本

视为解决人口和经济活动过度集中问题所付出的代价， 包括交通拥挤和交通事故、 由

于空气污染和水污染导致的健康成本， 以及长时间通勤损失的时间成本。 他认为缓解

城市过度集中所带来的问题， 就必须在交通运输、 通讯设施等领域给予投资， 同时，
疏散产业也需要付出较高代价。 高红艳 （２０１０） 将城镇化投入定义为经济成本，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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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城镇化社会成本和生态成本的概念， 把城镇化可能引发的社会问题和生态问题也

称之为城镇化成本。 然而， 上述城镇化可能引发的风险及不确定性问题以及可能带来

的发展代价， 均属于可能发生或可能不发生的事后问题， 不应归之为成本问题， 也因

为风险和不确定因素， 根本无法对上述成本进行定量估算。 因此， 上述研究也仅仅是

提出各类泛城镇化成本的概念， 而未能就此给出有效的估算方法。
已有文献为城镇化成本估算提供了诸多有价值的尝试， 但城镇化成本问题极其复

杂， 由于数据缺乏， 也由于成本边界难以确定， 已有估算方法仍存在多方面的理论缺

陷， 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无法对城镇化成本与城市发展成本进行有效分割。 城镇化成本是由于城市

规模扩张 （新移民进入） 所要求的城市投入成本， 而已有的统计数据多为城市整体

发展所需要的投入成本， 因此面临投入数据无法分割的难题。 一些研究曾试图对城镇

化成本和城市发展成本进行分割， 如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 （１９８７） 在研究埃及城镇化成本时，
假定全国各城市的投资就业比不变， 以此分离出城市新增人口的就业投入成本， 但这

仅能将就业投入成本剥离出来， 其他城镇化成本仍然只能依据整个城市的发展成本来

估算； 蔡翼飞等 （２０１４） 利用不变投入—收入比对中国城市发展成本进行分割， 而

实际上中国同期投入—收入比是在不断下降的， 由此导致了对城镇化投入成本的明显

高估。
第二， 模糊了城镇化成本的存量和增量概念。 已有的研究侧重于对城镇化成本的

增量部分进行估算， 而实际上在城镇化进程中所需要或引发的投入成本应属于存量成

本。 例如， 与吸纳新增城市人口对应的固定资产投入成本显然不仅仅是当年度的新增

固定资产投入， 以前年度的固定资产投入也同样发挥了巨大的人口吸纳效应， 如机

场、 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往往促进之后数年甚至数十年的城市人口集聚， 如果仅以当

年新增固定资产投入作为城镇化投入成本， 必然使得年度城镇化投入成本发生剧烈波

动； 再如， 把生活消费支出和公共支出作为城镇化成本估算时， 这些支出不仅仅发生

在人口进入城市的当年， 在其后的所有年度该成本均一直存在。
第三， 忽略了城镇化成本的人口特征差异。 由于城镇化成本估算是以城市人均投

入为基础的， 而城乡之间、 城市之间存在巨大的人口特征差异， 特别是在人口年龄、
受教育程度等方面的差异明显， 从而导致城镇化成本的巨大差异。 因此， 若以城市总

人口的人均投入成本来度量城镇化人口成本 （由农村迁入城市）， 不仅会导致城镇化

成本被高估， 更可能导致不同城市之间城镇化成本的差异被忽略， 尤其是容易导致人

口受教育程度较高城市的城镇化成本被高估。

二、 城镇化成本的概念和测算方法

经济活动需要物质和劳务投入， 这些投入以市场价格来衡量就是所需支付的成

本。 城市经济活动同样需要物质和劳务投入， 也即城镇的经济活动总伴随一定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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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 可以称之为城市发展成本。 顾名思义， 城镇化成本是城市为吸纳农村迁入人口

所形成的投入成本。
但城镇化成本和产出效益关系不同于一般经济活动的投入产出关系， 这是因为影

响城镇化发展的因素除了各种经济投入外， 还取决于社会、 文化、 政治和环境等多方

面因素， 较高的经济要素投入并不意味着更高的城镇化水平或更快的城镇化进程。 同

样， 城镇化对经济产出绩效的影响也不是直接的投入贡献， 而主要体现在由城市规模

集聚所带来的劳动市场和消费市场效率的提升。 因此， 城镇化的成本和产出效益属于

非完全映射的对应关系， 城镇化成本属于不完全成本。 正由于是不完全映射关系， 使

得城镇化成本的估算特别复杂、 概念也特别容易引起误解。① 下文分别从成本的投入

特征和城市经济活动的性质等方面探讨城镇化的概念及其估算。
一是从成本的投入特征看， 可以将城镇化投入划分为固定投入成本和流动投入成本。
固定投入成本主要表现为各项基础设施投入。 相对于经济产出而言， 固定投入成

本是相对固定的， 属于不变成本， 一旦投入就成为不可逆的固定资本形式， 其对经济

产出和城镇化人口的吸纳效应不仅在于投入当期， 而且将持续作用于资本从形成到报

废的全部过程。 由于固定投资从开始建设到建成使用需要一段时间， 投资建设当期往

往对经济产出没有贡献 （除了建设投资需要的就业和产出外）， 因此， 估算的城镇化

固定投入成本应该是存量成本， 而非流量成本， 即当期固定资产投资。 相对于固定投

入成本， 流动投入成本属于可变成本， 可随着经济活动环境的变化而调整， 例如， 国

内诸多研究把居民生活消费支出、 公共财政支出作为城镇化成本， 这些成本均属于可

变的流动投入成本。 但由于成本投入与城镇化之间属于非完全映射关系， 使得流动投

入成本与城镇化之间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非常不明确。 一方面， 城镇化人口对流动投

入的需要存在较大弹性， 如农民工及其家庭在城市的生活消费支出可以极其简单， 很

多公共服务也可以暂时性地把城镇化移民人口排除在外； 另一方面， 农村人口实施城

镇化迁移以后， 仍然可以根据收入状况、 市场环境变化等对流动投入成本进行调整，
如在经济繁荣时期私人收入和公共财政收入增长较快， 流动投入迅速提升， 而在经济

衰退时期， 流动投入又会随着收入的下降而相应压缩。 此外， 对城镇化移民人口而

言， 由于城乡市场转换导致的流动投入增加不仅仅发生在当期， 在城市就业和生活的

整个时期也持续发生， 直至其再次迁出城镇或消失。 因此， 诸多文献把年度居民消费

支出和公共支出直接作为城镇化成本显然是不合适的。
因此， 从成本的投入特征考察， 具有比较意义的城镇化成本是存量固定资本， 既

不是当期的固定资产投资， 也不是包括各类消费支出在内的可流动投入。
二是从城镇化经济活动性质来看， 城镇化人口为新增人口， 而能够统计的经济活

动成本和经济活动产出却是以城市总人口计算的人均成本和人均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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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一些研究者由于未能理解城镇化成本与产出的不完全映射关系， 在相关研究中错误地引入建立在完全

映射关系基础上的数据包络分析方法 （ＤＥＡ）， 以致得出诸多令人质疑的结论。



由于投资和经济活动的不可分性， 很难对原有城市人口和新增城镇化人口的经济

活动成本和产出进行有效分割。 新增城镇化人口的经济活动并不是独立存在于城市

中， 而是加入既有城市经济单位与原有城市人口共同从事经济活动， 因此， 目前对城

市资本成本和经济产出的统计数据均是以城市总人口计算的 （包括总量指标和人均

指标）。 同时， 城市经济活动 （如 ＧＤＰ 总量） 的增长不仅表现为城市人口规模导致

的总量增长， 更表现为城市经济活动质量 （如人均 ＧＤＰ） 的提升， 因此， 仅仅按照

人口规模简单加总得到的城市资本成本和经济产出也是不合理的。 此外， 新增的城镇

化人口与城市原有人口及滞留农村人口之间在特征上均存在较大差异。 首先， 从年龄

特征看， 新增城镇化人口往往以青壮年劳动人口为主。 其次， 从文化素质看， 相对于

城市既有人口， 来自农村的新增城镇化人口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 但相对于仍滞留在

农村的人口， 其受教育程度又相对较高。 再次， 不同城市之间也存在较大的人口特征

差异， 例如， 首都或省会城市的人口受教育程度往往高于其他城市， 这些城市人口往

往也要求更高的城市投入成本， 人均产出水平也相对较高。 人口特征的差异导致不同

城市之间以总人口计算的人均成本和产出也存在明显差异。
因此， 以城市总人口计算的城市经济总成本和城市人均经济成本也不适合作为城

镇化成本。
三是考虑到同等特征人口的投入要求和产出能力具有一致性， 因此， 剔除人口特

征因素的人均投入可以较好地度量城镇化成本。
同等特征人口的经济活动形式、 产出水平和消费模式存在较大相似性， 忽略一些

制度性障碍因素， 我们假定吸纳新增城镇化人口所需要的投入与安置同等特征城市既

有人口所需要的投入相等或相近。 例如， 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劳动人口多从事简单的体

力劳动， 所需要的劳动设施和条件也较简单， 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劳动人口多从事复

杂的脑力劳动， 对劳动设施和环境条件的要求也较高。 因此， 可以用与新增城镇化人

口特征相同的城市既有人口的经济活动成本近似地替代城镇化人口的经济活动成本。
尽管无法直接估算城市既有人口的经济活动成本， 但可以考虑在以城市总人口计算的

人均投入中剔除人口特征因素， 估算出剔除人口特征因素的标准人均投入， 该人均投

入成本可以近似地表达吸纳一个新增城市人口 （即城镇化人口） 所需要的投入成本。
基于上述对城镇化成本的理解， 本文考察具有比较意义的城镇化固定投入成本，

估算方法包括以下三个步骤：
第一， 估算城市人均资本存量。 资本存量的形成来源于固定资产投资， 因此各时

段固定资产投资数据是人均资本存量数据的来源， 但固定资产投资形成资本存量还需

要考虑两个因素， 一是折旧因素， 二是资产价格因素。 此外， 由于缺少初期资本存量

的指标数据， 还需要估算初期资本存量。 在估算初期资本存量基础上剔除各时段存量

资本折旧， 再利用资产价格指数把各时间点现价存量资本折算为某个时间点不变价格

存量资本。
第二， 模拟计量城市人均资本存量与人口特征的对应关系。 在估算各城市人均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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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存量、 人均产出与各城市人口特征数据的基础上， 建立人均资本存量与人口特征的

计量模型， 模拟估算人均资本存量对各人口特征指标的影响系数。
第三， 计算剔除人口特征因素的城市标准人口人均存量资本。 利用估算的各人口

特征指标影响系数和各城市人口特征指标数据， 对各城市人均资本存量进行校正， 得到

各城市标准人口人均固定投入成本。 此成本即是该城市新增一个标准人口 （已经剔除

人口特征因素的人口） 所要求的存量资本， 也可视为各城市的城镇化固定投入成本。

三、 中国城市城镇化固定投入成本估算

目前， 中国有 ６００ 多个建制市， 其中地级及以上城市 ２９１ 个。 受限于基础数据缺

乏， 我们很难对 ６００ 多个城市的城镇化固定投入成本进行完整估算。 原因之一在于，
作为城市固定资本的基础数据———城市固定资产投资数据主要来自各年度 《中国城

市统计年鉴》， 但县级城市的固定资产投资数据直到 ２０１０ 年才发布， ２２７ 个地级及以

上城市的固定资产投资数据可以追溯到 １９９０ 年， 另有 １２ 个地级市存在部分年度数据

缺失， 只有 ２１５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较为完整。 因此， 本文暂不把县级城市纳入

考察范围， 只研究 ２１５ 个具有较完整固定资产投资数据的城市。 原因之二在于， 考虑

到只有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才能提供详实的各城市人口特征数据， 为了与人口特征数据

（２０１０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 相对应， 本文只估算 ２０１０ 年度各城市的城镇化固定

投入成本， 相应的人口特征数据来自 《中国 ２０１０ 年人口普查分县资料》。 城镇化固

定投入成本估算包括以下三个步骤：
（一） 各城市人均资本存量估算

借鉴贺菊煌 （１９９２）、 张军等 （２００４）、 单豪杰 （２００８）、 叶宗裕 （２０１０） 等对

中国资本存量估算的研究， 本文设定 １９９０ 年初始资本存量为 １９９０ 年、 １９９１ 年和

１９９２ 年三年固定资产投资之和的 ３ 倍， 并采用 ５％的年折旧率。 由于 ２００２ 年以后才

开始公布城市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 为了便于计算， 本文采用各省级行政单位的国

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 平减指数作为各城市固定资产价格指数， 数据来自各省级行政

单位的年度统计年鉴。 用 Ｋ 表示当年资本存量， Ｉ 表示当年固定资产投资， Ｐ 表示固

定资产价格指数 （各省区 ＧＤＰ 平减指数）， 则各年度资本存量估算公式为：

Ｋ１９９０ ＝ Ｉ１９９０ ＋
Ｉ１９９１
Ｐ１９９１

＋
Ｉ１９９２
Ｐ１９９２

( )∗Ｐ１９９１∗…∗Ｐ２０００

Ｋ１９９１ ＝ （Ｋ１９９０∗０􀆰 ９５∗Ｐ１９９１ ＋ Ｉ１９９１）∗Ｐ１９９２∗…∗Ｐ２００９

︙
Ｋ２０１０ ＝ （Ｋ２００９∗０􀆰 ９５∗Ｐ２００９ ＋ Ｉ２０１０）

（１）

用 ｋ 表示各城市 ２０１０ 年人均资本存量， Ｄ 表示各城市 ２０１０ 年总人口， 则各城市

人均资本存量计算公式为：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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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２０１０ ＝ Ｋ２０１０ ／ Ｄ２０１０ （２）

（二） 城市人均资本存量与城市人口特征对应关系模拟

为了便于比较， 本文主要考察人口年龄和受教育程度两方面的人口特征因素， 分

别计算各城市 １５ ～ ５９ 岁人口、 ２０ ～ ５９ 岁人口和 ２０ ～ ４９ 岁人口占比等三类人口年龄

特征指标， 同时也计算了初中以上人口、 高中以上人口和大专以上人口占比等三类人

口受教育特征指标。
以人均资本存量 ｋ 作为因变量， 分别以城市人口年龄特征和人口受教育程度特征

作为自变量， 对人均资本存量和人口特征变量进行回归模拟， 由于三种类型人口年龄

特征和三种类型人口受教育特征共存在九种人口特征组合， 继而实际形成了 ９ 个回归

模型。 如表 １ 所示， 通过 ９ 个模型的模拟结果比较， 可以看出模型 ６ 的拟合效果最佳，
校正 Ｒ２ 检验值达 ０􀆰 ３５４３ （在不完全映射关系中， 该检验值已经不低）， 各自变量系数

的 Ｔ 检验值也均能通过显著性检验。 受教育特征和年龄特征系数均在 １％水平显著， 意

味着大专以上学历、 ２０ ～ ５９ 岁年龄人口群体对城市资本存量的需求影响最大。 因此，
本文以模型 ６ 的参数关系来模拟计量城市人均资本存量和人口特征的关系。 即：

ｋｉ ＝ － １２􀆰 ７５５８７ ＋ ３５􀆰 ５６４８５∗Ａｉ ＋ ３２􀆰 ５４３０１∗Ｂｉ （３）

表 １　 ２０１０ 年城市人均资本存量与人口特征回归模拟结果

人均资本

存量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模型 ７ 模型 ８ 模型 ９

常量 －３１􀆰 １７４∗∗∗ － ２０􀆰 ３１０∗ － １５􀆰 ６２ －２５􀆰 ７７９∗∗∗ － １６􀆰 ６２３∗∗ － １２􀆰 ７５６∗ －１４􀆰 ７０７∗∗∗ － ６􀆰 ０８９ － １􀆰 ８１６

初中以上

人口占比
１５􀆰 １５９∗∗ ６􀆰 ６４９ １８􀆰 ２３９∗∗

高中以上

人口占比
　 ２３􀆰 ８３５∗∗∗ ２０􀆰 ７２８∗∗∗ ２４􀆰 ４９６∗

大专以上

人口占比
　 ４１􀆰 ５１５∗∗∗ ３５􀆰 ５６５∗∗∗ ４２􀆰 ４７３∗∗

１５ ～ ５９ 岁

人口占比
４０􀆰 ２４１∗∗ ３０􀆰 ６２９∗∗ ２７􀆰 ５９８∗∗

２０ ～ ５９ 岁

人口占比
５３􀆰 ５４２∗∗∗ ３５􀆰 ９９５∗∗∗ ３２􀆰 ５４３∗∗∗

２０ ～ ４９ 岁

人口占比
２９􀆰 ７３１∗∗∗ ２２􀆰 １８９∗ １８􀆰 ２６１∗∗

校正 Ｒ２ ０􀆰 ２２６６ ０􀆰 ３０１９ ０􀆰 ３４２８ ０􀆰 ２４９５ ０􀆰 ３１８１ ０􀆰 ３５４３ ０􀆰 ２３３３ ０􀆰 ３００７ ０􀆰 ３２８６

Ｐｒｏｂ
（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注：∗∗∗代表该系数的 Ｔ 统计值 １％水平显著，∗∗代表该系数 Ｔ 统计值 ５％ 水平显著，∗代表该系数 Ｔ 统计值

１０％水平显著， 模型估计样本为 ２１５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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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Ａｉ 为大专以上人口占比， Ｂ ｉ 为 ２０ ～ ５９ 岁人口占比， ｉ 为城市下标。
（三） 剔除人口特征因素的城镇化固定投入成本估算

根据公式 （３）， 我们可以估算剔除人口特征因素后的各城市人均资本存量， 即

城镇化固定投入成本。 首先， 分别计算 ２１５ 个城市大专以上学历人口占比和 ２０ ～ ５９
岁人口占比 （分别为 １８􀆰 １７％和 ３８􀆰 ３０％ ）。 其次， 计算各城市大专以上学历人口占比

与 ２１５ 个城市均值之间的差值， 以及各城市 ２０ ～ ５９ 岁人口占比与 ２１５ 个城市均值之

间的差值。 最后， 计算各城市标准人均资本存量 （即城镇化成本）。 用 ｋ∗
ｉ 表示各城

市人口特征差异导致的人均资本存量差异， Ａ０ 表示 ２１５ 个城市大专以上学历人口占

比均值， Ｂ０ 表示 ２１５ 个城市 ２０ ～ ５９ 岁人口占比均值， 则有：

ｋ∗
ｉ ＝ １２􀆰 ７５５８７ ＋ ３５􀆰 ５６４８５∗（Ａｉ － Ａ０） ＋ ３２􀆰 ５４３０１∗（Ｂｉ － Ｂ０） （４）

各城市实际人均资本存量减去人口特征差异导致的人均资本存量差异， 即可以得

到剔除人口特征的各城市标准人口人均资本存量， 即城镇化固定投入成本， 用 Ｗｉ 表

示城市 ｉ 的标准人口人均资本存量， 即城市 ｉ 的城镇化固定投入成本， 则：

Ｗｉ ＝ ｋｉ － ｋ∗
ｉ ＝ ｋｉ － ［ － １２􀆰 ７５５８７ ＋ ３５􀆰 ５６４８５∗（Ａｉ － Ａ０） ＋ ３２􀆰 ５４３０１∗（Ｂｉ － Ｂ０）］ （５）

根据式 （５） 可以计算各城市剔除人口特征因素的标准人均资本存量， 即城镇化

成本。 如表 ２ 所示， 相对于未剔除人口特征因素的人均资本存量的标准差， ２１５ 个城

市剔除人口特征因素后的人均资本存量 （城镇化成本） 的标准差大大缩小， 由 ６􀆰 １１
下降到 ５􀆰 ２５。

表 ２　 人均资本存量与城镇化固定投入成本的统计特征值

样本数

（个）
极小值

（万元）
极大值

（万元）
均值

（万元）
标准差

人均资本存量 ｋ（未剔除人口特征因素） ２１５ ３􀆰 ９４ ３１􀆰 ７８ １４􀆰 ３７ ６􀆰 １１

城镇化固定投入成本 Ｗ（剔除人口特征因素） ２１５ ６􀆰 ８５ ３４􀆰 ３０ １８􀆰 ９３ ５􀆰 ２５

　 　 注： 这里的人均资本存量均值和城镇化成本均值为 ２１５ 个城市人均资本存量和城镇化成本的简单平均值。
实际按照人口计算的 ２１５ 个城市人均资本存量均值为 １５􀆰 ５６６２ 万元。

四、 中国各城市之间城镇化固定投入成本差异比较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发展中大国， 不但城市发展基础存在巨大差异， 不同类型

城市的城镇化固定投入成本也存在较大差异。 对比研究不同类型城市的城镇化成本差

异、 探索低成本城镇化的发展路径， 对制定低成本城镇化的引导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一） 城市分类

中国各城市之间差异明显， 但从城镇化空间选择的视角， 我们主要考察几类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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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差异的因素， 如政治地位因素、 区位因素和人口规模因素等。 首先， 从政治地位

因素看， 我国城市实际上被赋予了明显的行政层级， 首都和省会城市往往集中了全国

或全省区资源， 行政服务和其他服务业高度集聚， 因此， 这类城市相对于其他城市具

有明显的政治优势， 即使是首都以外的直辖市， 其政治资源优势也仅限于本市辖区

内。 据此， 我们可以将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分为两种类型： 一种是首都或省会城市，
另一种是其他城市 （包括天津、 上海、 重庆 ３ 个直辖市）。 其次， 从区位视角考察，
由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施沿海梯度开放开发政策， 形成了东部、 中部和西部三大类

型区域。 因此， 我们可以将全国城市划分为东部城市、 中部城市和西部城市三种类

型。 同时考虑到临海城市具有海港运输的便利， 我们也把 ２１５ 个城市区分为临海城市

和非临海城市。 最后， 从人口规模视角考察， 由于各城市辖区内还包括农村人口， 因

此城市辖区内的总人口并不等同于城市人口， 所以本文以各城市的城镇人口来计算城

市人口规模。 同时考虑到城市辖区内农村人口会导致对城市资本存量的分摊， 我们在

模型中引入了一个控制变量， 即非农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
（二） 城市类型因素对城镇化固定投入成本的影响

由于各城市之间既存在政治地位差异， 也存在区位差异和人口规模差异， 因此仅

仅根据单一差异因素对城镇化成本进行对比可能难以得出有效的统计结果。 因此， 本

文以城镇化固定投入成本 （标准人口存量资本） 作为因变量， 将政治地位、 区位和

人口规模三个因素同时作为自变量纳入回归模型， 来考察各城市类型因素对城镇化固

定投入成本的影响。 用 Ｓ 表示是否为首都或省会城市 （Ｓ ＝ １ 表示首都或省会城市；
Ｓ ＝ ０ 表示其他城市）， 用 Ｚ 表示是否为中部城市 （Ｚ ＝ １ 表示中部城市， Ｚ ＝ ０ 表示其

他城市）， 用 Ｘ 表示是否为西部城市 （Ｘ ＝ １ 表示西部城市， Ｘ ＝ ０ 表示其他城市）；
用 Ｌ 表示是否为临海城市 （Ｌ ＝ １ 表示临海城市， Ｌ ＝ ０ 表示其他城市）； 用 Ｐ 表示城

镇人口数， 用 Ｎ 表示农业就业人口比重。 由于是否临海与中西部城市存在较大相关

性， 将两类变量分别纳入不同的模型进行估计， 模型设计如下：

Ｗｉ ＝ α ＋ βＮＮｉ ＋ βＰＰｉ ＋ βＳＳｉ ＋ βＺＺｉ ＋ βＸＸｉ （６）

Ｗｉ ＝ α ＋ βＮＮｉ ＋ βＰＰｉ ＋ βＳＳｉ ＋ βＬＬｉ （７）

模型 （６）、 （７） 的计量回归结果见表 ３。 控制变量中的农业就业比重系数为负

数， 且通过显著性检验， 意味着农业就业比重越高的城市其城镇化固定投入成本越

低。 模型校正判定系数不是很高， 说明影响城镇化固定投入成本的因素复杂， 但并不

影响我们对各变量影响因素的考察。 两个模型中人口规模因素、 政治地位因素和区位

因素的系数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表明三个城市类型因素对城镇化固定投入成本均具

有显著性影响， 也即不同类型城市之间的城镇化固定投入成本具有显著性差异。 其

中， 临海城市系数为 １􀆰 ６５１， 且在 ５％水平上显著， 意味着临海城市的城镇化固定投

入成本高于非临海城市。 中部城市系数为 － ２􀆰 １１９， 且在 １％ 水平上显著； 西部城市

系数为 － １􀆰 ６９２， 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意味着中部城市的城镇化固定投入成本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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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东部城市， 而西部城市的城镇化固定投入成本也可能低于东部城市， 但不特别显

著， 同时中部城市的城镇化固定投入成本也显著性地低于西部城市。
两模型中城镇人口规模系数均在 － ０􀆰 ００３ 左右， 且均在 ５％水平上显著， 意味着

城镇人口规模与城镇化固定投入成本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 即城镇化固定投入成本

随着城镇人口规模的增长而下降， 或者说人口规模较大城市的城镇化固定投入成本低

于人口规模较小的城市。 两模型中首都或省会城市的变量系数分别为 － ２􀆰 ２８４ 和

－ ２􀆰 ３４３，且均在 ５％水平显著， 意味着首都或省会城市的城镇化固定投入成本低于其

他城市。
上述城市类型因素对城镇化固定投入成本影响的计量结果与社会普遍的认识可能

不一致， 例如， 社会普遍认为大城市的城镇化投入成本高于小城市， 首都或省会城市

的城镇化投入成本也应高于其他城市。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 主要在于社会普遍的认

识中没有考虑人口特征因素的影响。 在此， 我们考察两个例子， 例如， 由于进城农民

工在消费服务方面的支出非常少， 因此几乎不占用大城市的消费服务投入成本， 在大

城市安置这样一个农民工的成本可能并不高； 再例如， 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大学毕业生

往往要求较高的消费服务， 而这些消费服务在大城市里由于规模效应的存在可以低成

本地提供， 而中小城市的提供成本相对较高甚至不能提供， 因此， 相比中小城市， 在

大城市安置一个类似于大学毕业生消费服务要求人口的成本也会更低。

表 ３　 ２０１０ 年城市类型因素对城镇化固定投入成本的影响

城镇化成本 Ｗ 模型 １ 模型 ２

常量 ２２􀆰 ４４２∗∗∗ ２１􀆰 １７７∗∗∗

农业就业比重（％ ） － ７􀆰 １３５∗∗∗ － ８􀆰 １７９∗∗∗

城镇人口规模（万人） － ０􀆰 ００３∗∗∗ － ０􀆰 ００３∗∗

首都或省会（１，０） － ２􀆰 ２８４∗∗ － ２􀆰 ３４３∗∗

中部城市（１，０） － ２􀆰 １１９∗∗∗

西部城市（１，０） － １􀆰 ６９２∗

临海城市（１，０） １􀆰 ６５１∗∗

校正 Ｒ２ ０􀆰 １０４ ０􀆰 ０９２

Ｐｒｏｂ（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注：∗∗∗代表该系数的 Ｔ 统计值 １％水平显著，∗∗代表该系数 Ｔ 统计值 ５％ 水平显著，∗代表该系数 Ｔ 统计值

１０％水平显著。

五、 结论

本文系统梳理和评述了国内外学者对城镇化成本概念及其测算的研究， 认为在当

前可获取的统计数据条件下， 只有存量固定投入成本才是各城市之间具有可比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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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成本。 已有的城镇化成本估算方法无法有效分割存量成本与增量成本， 也无法

有效分割城镇发展成本与新增成本。 为科学、 有效地估算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成本，
本文提出了一套剔除人口特征因素、 基于标准人口的城镇化固定投入成本估算方法：
首先， 估算城市人均资本存量。 其次， 模拟计量城市人均存量资本与人口特征因素的

对应关系。 再次， 估算剔除人口特征因素后的城市标准人均存量资本， 即可得到城镇

化固定投入成本。
本文利用该估算方法对中国 ２１５ 个数据较完备的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城镇化固定投

入成本进行了估算和比较。 根据实证研究结果， 以下三个方面的结论可能是重要的：
一是城镇化固定投入成本随城镇人口规模增长呈现显著下降趋势。 这意味着从固

定投入成本的视角看， 中国的城镇化还没有走过大城市规模膨胀的峰顶， 大城市主导

的城镇化模式仍然是一种相对较低成本的城镇化道路， 城镇化政策的重点仍应适当鼓

励而不是限制大城市发展， 但应以不突破城市的综合承载能力为底线。
二是首都或省会城市具有明显的城镇化成本优势。 尽管首都或省会城市的人均资

本存量显著高于其他城市， 但由于其城市人口受教育水平往往更高， 因此剔除人口特

征因素后的城镇化固定投入成本并不高， 反而明显低于其他城市。 由于省会城市也往

往是各省区规模最大的城市， 较低的城镇化成本也意味着其具有城镇化成本的比较优

势。 因此， 从城镇化成本视角看， 中国首都或省会城市仍然具有明显的成本优势。
三是中部城市的城镇化固定投入成本显著低于东部城市， 也低于西部城市。 这意

味着中国城镇化空间选择还有待一个从东部沿海地区到中西部内陆地区转移的过程，
特别是中部地区城市应是未来中国城镇化的主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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